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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民间

文化，有人便把非遗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化

学等同起来，但它们不能等同。民俗学从田

野出发，但并不必须回到田野；非遗学却必

须回到田野。非遗学是为田野工作的学科，

这是它的特性，也是它的学术使命。

被田野“逼”出来的学问

严格地说，“非遗”一词直到本世纪初

才出现，它源自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

来自民间文化，但不是民间文化的全部，而

是从民间文化中遴选出来、具有代表性并

保持活态和必须传承的精华部分。非遗是

强调“遗产”意义的，而民间文化学和民俗

学不强调“遗产性”。从学科上说，民间文

化学与非遗学更是不同，不论是学术立场、

学术使命、学术目的或关注点等，非遗学都

有其特殊性。

首先，“非遗”的概念是时代的产物，

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对前一个历史

时期非物质的文化创造在认知

上的自觉。这种自觉是一种文明的觉醒，使

人类的文明观和遗产观都向前迈出重大的

一步。

当然，非遗一出现，就遇到了时代的巨

大挑战。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更替势不

可挡，而我们必须传承的珍贵的非遗正在被

时代更替的事物之中。所以，非遗工作伊

始，首先要对非遗进行全面的“紧急抢救”，

进行抢救性的记录、整理、分类，甄选精华，

进而保护。

这件事很难。因为非遗是一种田野文

化，是大众为了满足自己而集体创造的生活

文化。它与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有着根本

的不同。庙堂文化与精英文化有文字著录，

记载清晰，传承井然。民间文化则像野草山

花那样遍地开放，兴衰枯荣，一任自然，很多

从无著录，也无文字记载。当我们开始对神

州大地的非遗进行地毯式调查时，才知道民

间文化种类之繁多，特色之缤纷，内涵之迥

异，难以穷尽。不管跑过多少地方，对于田

野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

多。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山水相异、民族众

多，非遗更是灿烂无比。现在列入政府四级

（国家、省、市、县）名录者已多达 10 万余项，

仍然时有新的发现。

更大的难题是，对于如此超大规模、极

其 庞 杂 、千 头 万 绪 的 民 间 文 化 ，怎 样 去 确

认、记录、分类、整理和甄选？历史上，非遗

从来没有进入过遗产名单。没有前人的经

验可资借鉴，更没有专业理论可做指导，甚

至没有相关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只有

浩如烟海、处于濒危的民间文化，在田野里

等待我们去援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

化挑战。

如今，社会各界愈来愈多地关注非遗，

支持非遗；特别是学术界，致力于非遗的知

识构建与理论构建，给非遗事业以必需的学

理支撑，助力了从国家制定非遗保护法到政

府建立各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等

一系列非遗管理制度和保护方式的确立。

我国的非遗保护和管理已经走在世界

前列。但事物愈是发展，深层问题就出现得

愈多，对学术能力的要求就愈高，对理论健

全的要求就愈迫切。这些压力都压给了新

兴的学科——非遗学。

所以我们说，非遗学是被田野“逼”出来

的。一切问题都是田野提出来的，图书馆里

没有答案；凡是要为非遗学立说者，还要问

道于田野。

在田野建构的学科

非遗学的性质由非遗本身决定。

非遗对非遗学的要求，首先要让当代人

从遗产角度（这是从未有过的角度）来认知

它，阐明它的重要性、价值、内涵，明确它的

特性，进而还要将每一项非遗的文化构成厘

清；再进一步便是要关切非遗的传承方式、

传承内容和传承人。这些世世代代在田野

中自生自灭的东西，都是今天非遗学研究的

重要内容。

非遗学所关注的这些问题，都是过去不

曾关注的，是以往学术的空白。

一是非遗的技艺传承。技艺是非遗的

关键，它世代活态地保存在传承人的身上，

是非遗的生命。认知技艺的价值、确定技艺

的精要、厘清传承的脉络、制定技艺的保护

标准，是非遗学者的重要工作。

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继承，非物质文化

遗产主要是传承，传承是非遗学的核心内容。

二 是 保 护 。 这 也 是 非 遗 学 的 重 中 之

重。此前，民间文化是完全没有保护的。保

护缘自人类对自己创造的历史文明的自觉

和责任。但仅有保护的愿望是不够的，还需

要知识和方法，需要对非遗的正确认知和对

保护方法的科学设定，以及严格的监督保

障。这些工作都必须在田野中进行。

从对非遗的认识、概念的确认到知识体

系的构成，从遗产的记录到传承保护的理念

和方法，都是来自田野，都是田野迫切的需

要。非遗学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的学

问，不能把学问搬到书斋里做，而要“把书桌

搬到田野”。能够回答我们“非遗之问”的，

不是书本，而是生气勃勃又问题多多的田

野。从一项项具体的知识，到这门学问所有

重大的疑难，只有在田野里才能找到答案。

非遗学直接为非遗服务，我们从不回避

这门学问的应用性与现实性。非遗学为田

野文化构建理论，为遗产的跨时代传承排难

解纷，是既切合实际，又贯通古今，并且事关

久远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学是一

门具有文化责任的学问。

接受田野检验的科学

非遗学的一切成果，最终都要接受田野

的检验。

没有人可以评价它的是与非，只有田野

能够显现它的成与败。

比如，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错了，方法

错了，某些非遗就可能因之消亡；如果我们

的保护理念科学到位，那些非遗便会赓续有

序，优秀的传统得以保持和发扬。

再比如，如果我们对非遗的认知有限，

自以为是地误导了传承人，让充满着乡土

气质和地域精神的传承人将千百年代代相

传的看家本领扔掉，将自己最重要的“民间

审 美 ”视 为 落 后 和 低 下 ，非 遗 就 会 变 异 变

味。看上去传承还在，但非遗的“原生态”

却不翼而飞，名存而实亡。这是非遗学者

必须关注的。

我们的理念、见解、判断、措施正确与

否，只有田野说了算。决不能把想当然的思

想方法与指导方案一味地推行下去，糊里糊

涂过了若干年之后，却在现实中找不到非遗

最珍贵的本色了。这是非遗学一个要害的

问题，我们不能让非遗得而复失。

这就要求在管理层面上，应保有严格的

监督和科学的检验机制。非遗学者要为监

督与检验制定标准。这也是非遗学者一项

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工作。

从田野中出发，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

中研究与创建，再回到田野接受检验，这便

是非遗学这门学问的全过程。

作为新兴学科的非遗学，任务繁重。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每一个专用名词

的确立、每一个概念标准的阐释、每一项学

术内容的确定，直到整体的知识体系和理论

体系的搭建，全是由无到有。

非遗需要系统化、档案化和整体的科学

管理。我国非遗的体量、规模、复杂性，在世

界上绝无仅有。由于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

特征，每一项非遗都各具特色，对其传承和

保护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科学管理急需

非遗学提供学理支撑。

工作再多，也都要从田野做起，而且一

直都不能离开田野。学术无论巨细，都要做

到精到深通。非遗学是一门永远跋涉于田

野的学问，惟其如此，才能成为中华大地非

遗保护与发展的科学支柱。

（作者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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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李仰松，是考古学界和

民族学界公认的中国民族考

古学的开拓者之一。考古文

博学院每年都要请李先生来

给本科生上一课，讲讲自己

的考古学之路。每年在特定

的节日，学院高年级学生到

畅春园看望李先生，成为雷

打不动的惯例。已逾鲐背之

年的李先生是学院一“宝”。

1950 年，18 岁的李仰松

从 陕 西 省 华 县 咸 林 中 学 毕

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博

物馆专修科（后来并入北大

历 史 系 考 古 专 业）。 1954
年，李仰松留校任教，担任著

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与民族学

家林耀华所开新石器时代考

古、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两

门课程的助教。林先生是民

族学界的学术权威，或许正

是受他影响，李仰松日后对

民族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最

终成为民族考古学家。

2022 年 庆 祝 北 京 大 学

考古百年、新中国考古专业

教育 70 年时，李仰松和严文明、原思训、李伯谦、赵朝

洪等几位先生一起接受教学贡献奖。

在 30 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差不多每隔一年李仰松

就要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

江南北。在西安半坡、洛阳王湾、郑州二里冈、濮阳西

水坡等遗址，都留下了李仰松的身影。由李仰松指导

的洛阳王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功揭示了由仰韶文化

向龙山文化转变的过程，终结了关于仰韶文化和龙山

文化早晚关系的长期争论。李仰松执笔的《洛阳王湾：

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成为他的考古学重要成果。“我所

研究的课题，若涉及仰韶文化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

文化习俗，首先使用的一把标尺是半坡遗址，若涉及甘

青地区齐家文化的课题，就使用青海贵南尕马台墓地

这把标尺，若涉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课题，就

使用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这把标尺，因为我曾经参加、

主持过这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掌握第一手资料，心中

有底，不会是纸上谈兵，不会太离谱。”这是他的肺腑之

言和学问之道。

20 世纪 50 年代，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

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均进行了重建

古代社会的探索。在考古发掘中碰到新石器时代考古

文化的一些现象，如何科学解释？当时少数民族的社

会发展比较缓慢，是很好的参照。1956 年，配合中央

民委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云南分组的佤族社会

历史调查，李仰松来到云南西盟佤族村寨，详细调查当

地居民的原始制陶、谷物酿酒等。制陶工具及其用途、

陶土来源、制陶步骤、烧陶过程、陶器种类与纹饰、价格

和销售地等各个环节，他均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记录，撰

写成《云南省西盟佤族制陶情况》和《我国古代陶器制

作上的几个问题》。过去有人提出，仰韶文化篮纹陶上

的篮纹，是用编好的篮条印上去的，李仰松的调查否定

了这一说法。如今，仰韶文化陶器的纹饰系拍印而成，

已成为毋庸置疑的铁论。

1973 年，李仰松完成了《原始社会与民族志》试用

讲义。20 世纪 80 年代末，李仰松率队前往云南西北的

独龙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和纳西族等民族聚居地

进行民族考古调查。依据我国独龙族、高山族人们使

用双连杯举杯共饮的习俗，他将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

文化遗址出土的双连壶解释为一种双人共饮时使用的

酒器，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李仰松在云南独龙族调

查时，对当地交通不便的体会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

后，他与林耀华、杨堃等 10 余名著名民族学家联名写

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这一地区的交通困境。后来，

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结束了独龙族人世世代代没有公

路的历史。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李仰松已近退休之年，仍带领

研究生前往海南岛黎族和苗族地区进行民族考古学调

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在李仰松的心中，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是无止境

的，他也不断把做学问的真谛传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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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经甲骨

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也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近期开放的

殷墟博物馆新馆，是殷墟近百年考古成果的

集中展示，也是 3000 多年前商文明可触可感

的呈现。

博物馆展出约 4000 件套殷墟文物，包括青

铜器、甲骨、玉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集中体

现了灿烂辉煌的商文明。端庄厚重的司母辛

大方鼎告诉我们什么是王家重器，数十套铜觚

和铜爵显示了妇好生前高贵的身份和地位；

“陶三通”证实了殷墟都城已有复杂的地下排

水系统；“四方文物”见证了殷墟都邑的开放以

及与方国诸侯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博物馆还

设有“子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

展”“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

题展”，前者用殷墟花园庄东地 H3 甲骨窖藏坑

出土的 100 余片甲骨介绍“子”为何人及其生前

的重要活动，后者用高级贵族墓葬 M54 出土的

全部文物整体阐释“长”的赫赫战功。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博物馆改变了原

来按文物类型、文明要素展示的方式，采用从

国史到国家再到国人的逻辑体系，辅以创新性

的展览方式，以文物为根本，与最新的考古成

果相结合，采用成组器物整体展示的方式，全

面系统讲述商文明的内涵，展现商文明的整体

面貌。

呈现殷墟大邑商总体布局。殷墟东西 6 千

米，南北超过 5 千米，总面积约 30 平方千米。

其中，洹河以北分布着中商时期的洹北商城，

小屯一带为商王的宫殿宗庙区，侯家庄西北冈

为王陵园和祭祀场。商人采用族邑模式，在王

族邑的周围，分布着其他众多家族聚居的族

邑、手工业区等。干道、干渠及其支渠，为都邑

的骨干框架。博物馆通过立体沙盘与视频、互

动屏相结合的方式，将殷墟布局从开始到兴

盛，族邑逐渐增大、增多的变迁历程如画卷般

展开，生动呈现 250 余年大邑商都邑变迁史。

讲述商代复杂的社会结构。通过考古，我

们可以初步了解商代社会结构：商王通过占卜

等手段，借神权彰显王权；贵族地位崇高，担任

不同等级的官职，在族邑及王朝内部拥有一定

话语权；人数众多的平民构成了社会的基础，

并通过制礼作乐来规范社会秩序。在殷墟博

物馆新馆，从平民到商王，不同等级的墓葬随

着地势与台阶从低到高复原展示，结合墓葬内

出土的全部文物的整体展示，直观展现了商代

社会各阶层的差别，再现了各阶层墓主人生前

的社会地位。

展示商代丰富的社会生活。持续的考古

发掘为我们复原商代先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

可能：播五谷，铸青铜，重生产，重贸易，手工

业生产技术得到极大发展。“国之大事，在祀

与 戎 ”，祭 祀 是 商 人 社 会 生 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祭祀坑的集中展示，再现了商代的祭祀

场景。“车辚辚马萧萧”展厅，集中展示了 25 辆

商代马车，车马矩阵再现了商王田猎出行、征

战四方、驰骋千里的壮观场面，展示了马车作

为交通工具在商人社会生活、礼乐制度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

殷墟是中国青铜文化鼎盛时期，青铜器造

型精致，纹饰繁缛，工艺精湛。博物馆设置铸

铜作坊实景，结合文物组合展示，将铸铜工具

刻刀，铸造器具陶模、范、芯，熔铜器具炉壁与

坩埚，打磨器具磨石等文物，与铅锭窖藏坑相

结合，完整呈现了商代青铜器生产流程，反映

出铸型工艺的规范化和复杂化；又在实景内设

置触摸屏，让观众体验在青铜器模型上粘贴纹

饰等，增强了互动性和趣味性。

勾勒商代文化的交融与借鉴。“四海来假，

来假祁祁”，王畿与周边诸侯方国不断进行文

化交流与交融，不断丰富着商文明。在博物馆

四方交流的展线上，有许多陶鬲。陶鬲系炊

器，在殷墟发现了许多非本地生产的陶鬲，它

们是诸侯方国的人们从自己家乡带来的，如来

自晋陕高原的花边口沿袋足鬲，来自山东菏泽

地区的宽沿方唇鬲，来自湖北毛家咀遗址的

“羊角”鬲，等等。此外，殷墟遗址还出土了来

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硬陶器和原始瓷器，来自

北方草原地区的兵器、车马用具等。殷墟文化

正是在吸纳融合四方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才得以形成“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这也

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内在因素。

鼎是商代重要的青铜礼器。殷墟博物馆新

馆以青铜方鼎为其外形，四面采用草坡进行掩

护，使其很好地融入殷墟遗址。博物馆外墙上

部纹饰采用了青铜器上最常见的三大主题纹饰

和装饰手法，以云雷纹为地纹，兽面纹和夔龙纹

凸起于地纹之上，层次感强。博物馆大门门楣

上的“天邑商”三字，来自殷墟甲骨文。在步入

博物馆大门之前，我们可以给游客讲“天邑商”

的由来：因为殷墟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人口

最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所以商朝人自豪地称

自己的都城为“天邑商”或“大邑商”。站在博物

馆大厅抬头仰望，玄鸟正在空中盘旋，这就是

《诗经》中“玄鸟生商”的美丽传说。

殷墟的发掘与保护，离不开一代代考古

人的坚持与传承。基本陈列“探索商文明”讲

述了从 1928 年董作宾铲起第一锹土开始，到

李济、梁思永等第一批中国考古学家 15 次科

学发掘殷墟宫殿区、王陵区，再到上世纪 50 年

代起安志敏、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唐际根

等考古学家发掘殷墟众多区域及洹北商城的

过程。近百年的上下求索，基本建立了商代

考古编年体系，厘清了殷墟整体布局，深化了

族邑形态和性质研究，拓展了手工业布局与

技术研究……

博物馆与殷墟宫殿宗庙区仅一河之隔，是

殷墟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殷

墟考古遗址公园内持续的考古，“大邑商”面貌

不断被揭示，商文明内涵不断被丰富。

（作者为殷墟博物馆执行馆长）

殷墟博物馆新馆

系统展现商文明的面貌
岳占伟

由 李 仰 松 指
导的洛阳王湾遗
址的考古发掘，成
功揭示了由仰韶
文化向龙山文化
转变的过程。

殷墟博物馆新馆“子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特展”。 岳占伟供图

非 遗 学 不 是 高 高 在
上、坐而论道的学问，不能
把学问搬到书斋里做，而
要“把书桌搬到田野”。

我国非遗的体量、规
模、复杂性，在世界上绝无
仅有。由于非遗具有强烈
的地域特征，每一项非遗
都各具特色，对其传承和
保护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
同，科学管理急需非遗学
提供学理支撑。

河 南 郑 州 大 河 村 仰 韶 文 化 遗 址 出 土 的 彩 陶 双

连壶。 河南博物院供图


